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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中國東部一處鄉村「產業扶貧」的地方實踐為案

例，從「精英循環理論」與「禮物交換」為媒介的角度，透過

田野調查來探索發展扶貧產業期間，返鄉精英的角色變遷歷

程。本研究發現，透過多元彈性且動態多變的禮物式行動策

略，推動個體精英角色的橫向跨域轉化，與階層和新舊之間的

縱向更迭。具體而言，（一）精英在都會區所積累的資本與知

識，因其選擇回流而成為回饋給鄉村的「禮物」；（二）回流

精英在鄉村推動扶貧產業，促動自己從城市文化精英轉型成為

村內經濟精英；（三）回流精英在鄉村推動義工服務，促動自

己從村內經濟精英轉型成為村內社會精英；（四）COVID-19

大型公共危機事件的突發，帶來策略行動的契機，回流精英開

展一系列禮物式的賑災行動，隨之帶來多元的身分轉化與策略

性的賑災場域運作；（五）回流精英以「農務達人」的角色符

號，賦權並強化了傳統農民向精英階層縱向流動的可能性，但

部分「農務達人」也會因為其慣性思維的鄉土性與承擔專業角

色的脆弱性，難以適應現代化產業運作而復被取代，進而揭示

對鄉土性重構下的鄉村扶貧事業的運作邏輯。 

 

 

 

關鍵詞： 回流精英、身分轉化、新舊更迭、農務達人、精英循

環、禮物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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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2020 年初，在中國新冠肺炎疫情最為嚴重的二三月之間，一個名

不見經傳的鄉村（以下化名丹桂村），因連續一個半月向疫情重災區湖

北捐助共 74 萬斤，市值近百萬元的新鮮蔬菜，一舉成為火遍全國的

「網紅村」，也連帶使當地脫貧致富的蔬菜耕種產業，瞬間成為丹桂村

的代言標誌。當地主導蔬菜基地的經營者於疫情期間還向村內捐款 10

萬元購買抗疫物資，並且為每戶民家捐 10 斤蔬菜以力行扶貧。此一扶

貧產業的存在吸納村內四十多位勞動人員，也成功解決了貧戶就業的問

題。不過，一個投資週期長、回報慢，且缺乏長期資本積累的耕種產

業，嵌入到位處邊陲、資源匱乏、交通不便、經濟落後的傳統村落，如

何自成立至今僅短短一年餘便產生如此廣泛的社會影響力？引動起研究

者對這一系列「捐贈」背後的思緒。此一慷慨解囊的行動者所扮演的社

會角色與社會關係的改變，成為本研究深入探討的關鍵所在。 

「精準扶貧」自 2013 年提出後，農村地區的貧困治理便不斷獲得

成就。2020 年原定為中國脫貧的完成年，然而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給

脫貧攻堅帶來巨大的挑戰。在民眾就業方面，大部分行業自疫情爆發後

即停工停產，本應外出務工維持家庭正常開支的勞動力陷入苦戰，導致

多戶再度返貧。在產業扶貧方面，因疫情防控需要採取封路與封村措

施，導致物流不暢，大量扶貧活動停滯，特別是對以農作物種植為主的

貧困地區衝擊最大。疫情暴發的年初正是農產品銷售的黃金期，但因運

輸通道中斷，導致農產品出現剛性滯銷、市場萎縮而虧損巨大。由此可

見，如何採取有效措施維持扶貧產業的生存，防止農戶因疫情再度返

貧，成為疫情席捲下扶貧產業面臨的重要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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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鄉村的貧困治理過程中，由上而下的國家力量提升了扶貧政

策執行的有效度，實現了扶貧場域的精細化治理，但也同時暴露出一些

問題：一是單靠國家與政府力量難以完成多樣且複雜的貧困治理工程，

二是剛性的治理體系無法有效適應多元化的鄉村社會。自 2013 年中國

精準扶貧戰略提出以來，一系列現代性的扶貧技術與多元化的扶貧行動

者嵌入到鄉村社會中的貧困場域。2015 年中國國務院扶貧辦公室提出

「精準扶貧十大工程」，1 其中有一項創業培訓致富計畫，旨在激發鄉

村精英（elites）的意願、智慧與能力，帶領村民脫貧。隨著精準扶貧工

程的不斷深入，精英群體日漸成為鄉村貧困治理中的重要支柱，為「產

業扶貧」的實踐提供了強而有力的資源供給。2 特別是近年來，鄉村精

英的回流成為農村社會發展的嶄新力量，他們憑藉自身的資源與實力，

逐漸成為鄉村治理過程中的核心人物，國家實為鄉村精英的回流，提供

了政策支持。 

《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頒布，為經濟精英進入農

村政治場域提供了合法性的基礎，而《深化農村改革綜合性實施方案》

的發布，更成為了返鄉精英積極參與鄉村治理政策的助推力量。特別是

2017 年，中共十九大會議將「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作為鄉村治理的重

大決策部署，3 其中，人才振興作為鄉村振興的關鍵，近年來被日益提

上議程。2018 年中共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實施鄉

                                                        
1 「精準扶貧十大工程」包括：幹部駐村幫扶、職業教育培訓、扶貧小額信貸、易

地扶貧搬遷、電商扶貧、旅遊扶貧、光伏扶貧、構樹扶貧、致富帶頭人創業培

訓、龍頭企業帶動。 
2 「 產 業 扶 貧 」 是 以 發 展 為 導 向 的 扶 貧 策 略 （ Development-oriented Poverty 

Relief），其以發展貧困區域的特色產業為手段，透過政府引導和市場機制來扶持

地方產業，厚植民眾能力，帶動就業人口，促進區域脫貧。 
3 中共十九大：係指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於 2017 年 10 月 18 日至

24 日在北京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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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指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破解人才瓶頸制

約，要把人力資本開發放在首要位置，暢通智力、技術、管理下鄉通

道，造就更多鄉土人才，聚天下人才而用之」（〈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2018 年 2 月 4 日）。2018 年 9 月 26 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 年）》，進一步

對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做了詳細的規劃，其中第三十二章特別針對強化鄉

村振興人才進行闡述，提出要「實行更加積極、更加開放、更加有效的

人才政策，推動鄉村人才振興，讓各類人才在鄉村大施所能、大展才

華、大顯身手」（〈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 年）〉，2018 年 9

月 26 日）。由此可見，作為一種人才優勢，返鄉精英成為促進鄉村經

濟與社會全面發展的新興動能，在鄉村振興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作

用。 

精英是在特定領域表現傑出的族群，因其在知識、能力、經濟及社

會關係上具有獨特優勢，遂形成中國鄉村精英治理的格局。鄉村精英身

為農村社會的領軍，是鄉村生產與生活中的核心人物，在精準扶貧和鄉

村治理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劉明，2019）。過往研究對鄉村精英的定

義傾向於「駐村」概念上，即「生活在鄉村並擁有文化、道德、技術、

意識等比較優勢的人」（張英魁、曲翠潔，2014）。隨著企業家返鄉創

業和大學生因報考地方官職而回流，與駐村精英共同參與鄉村治理，也

豐富了鄉村精英的外延性。目前中國鄉村精英的相關研究多數聚焦在

「少數人霸佔多數人共同擁有的資源」，並稱此「精英俘獲」為中國扶

貧失準的主因（邢成舉、李小雲，2013；周常春、劉劍鋒、石振傑，

2016）。實際上，在社會分化不明顯、精英角色難被釐定的傳統農村

裡，「精英俘獲」是較難產生的；另，俘獲現象會帶來扶貧失凖，但精

英的存在不一定就會產生俘獲現象。因此，探討鄉村精英的發展路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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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身分轉化，有助於規避精英俘獲現象的出現，進而能有效防止扶貧失

凖的問題。 

精英返鄉貢獻專業與分享資源，可被視為對農村餽贈的一種「禮

物」，而「禮物交換」是一種古老的社會習俗，滲透到人類社會交往的

方方面面。特別是在中國傳統的農村社會中，禮物交換和社會網路的孕

育和培養過程，更具有人情、關係、權力等無形的交換規範（Yan, 1996

╱李放春、劉瑜譯，2000）。過去有關禮物交換的研究多數聚焦在交換

行為、情境和規則上，而忽視了「禮物」作為一種媒介在整體交換過程

中所能發揮的作用（王闖，2018）。作為促能媒介的禮物（enabling 

gifts），在施受雙方之間會以何種形式存在？傳遞著什麼意義？又促使

了怎樣的精英身分轉化？這些問題都可以促能媒介的角度深度探究。基

於此，本研究順著「禮物贈予」尋索，基於精英循環和禮物交換兩種理

論和視角，探討在鄉村場域內，精英返鄉的「禮物」如何發揮媒介效

應，以推動這群精英的角色變遷與更迭。 

據此，本研究希望能回答三個問題：(1) 「禮物」作為一種促能媒

介，是以何種形式在「贈予—接收—回禮」的交換過程中存在？(2) 不

同「禮物」的交換型態形塑出何種鄉村精英的角色轉化過程？(3) 揭示

鄉村扶貧事業（場域）採取何種行動邏輯？本研究希望透過扶貧產業的

行動者，分析其為鄉村治理付出的思考與行動，避免精英俘獲和政策懸

浮對鄉村建設的負面效應，進而推動鄉村精英的永續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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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精英與精英循環理論 

「精英」，傳統上被視為對權力和資源擁有高度控制與可及性的統

治階級（Weber, 1922/1978）。任何人類社會都存在佔統治地位的少數

群體與被統治的廣大群眾，前者即被稱為「精英」（Pareto, 1935, 

1991）。這些少數個體透過統治無組織的多數民眾，達到對社會與政治

體系的管理（Mosca, 1939），進而在複雜和動態的權力網絡中重新定義

並獲取他們的權力（Pakulski, 2018）。Khan（2012）認為，精英是一些

能夠占據特定位置，使其進入並控制可轉化的資源，並能將其轉變成其

他形式資本的人們。因時、因地、因事之不同，會需要統治者具有互異

的特質，採取不同的治理方式。事實上，精英是難以同時兼具各種不同

的特質，因而缺乏必要的適應性與靈活度，精英流動（elite mobility）

便因此產生。Birtchnell 與 Caletrio（2014）指出，精英流動是權力轉

移、階層分化、社會不平等、治理與決策等綜合運作的結果。由此可

見，精英流動作為社會發展與進步的必然現象，是保持社會平衡的基本

要素。 

Pareto （ 1935 ） 最 早 提 出 「 精 英 循 環 理 論 」 （ circulation of 

elites），他將社會系統看作是一個封閉的循環圈，某類精英在此循環圈

中被另一類精英所取代，並形成恆久性的更迭與流動，精英流動因此就

會形成一個持續不斷的循環過程。精英循環有兩種模式，一種是精英之

間的流動，此一模式強調在精英圈內部，個體精英之間的水準流動

（horizontal mobility）；另一種是精英與非精英間的流動，它強調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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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階層之間的垂直流動（vertical mobility），特別是社會底層群眾

與精英階層的流動（Mosca, 1939; Pareto, 1935）。雖然，特定社會中的

早期精英會因其當下能力而獲得統治地位，但此地位隨時可能會被取

代，他們仍須與後進精英競逐，透過限制他人的社會流動來維護和保障

自身的權力（Mosca, 1939; Pareto, 1935）。精英循環理論反對統治階級

的操縱與控制而導致階層僵固，強調機會與選擇的自由；亦即，個體能

夠自由行動並能做出選擇，來實現其所珍視的生存狀態（Li, Knight, 

Luo, & Hu, 2020）。對於組織而言，一群人從某一團體過渡到另一團

體，會將原團體所具有的傾向、情感、才能帶入，為新團體增添「新鮮

的血液」，從而賦予新團體不同的活力（姚瑞，2020）。 

精英的構成具有差異性，這些差異表現在精英占有的資源類型、占

有多寡、社會資本強弱等方面；同時，不同的差異也會在社會發展過程

中不斷的交融和替換。從占有資源類型來看，精英可分為︰政治精英、

經濟精英、社會（網絡）精英、文化精英與知識精英（Khan, 2012）。

吳忠民（2008）則將當代中國的精英群體簡化為︰黨政精英、經濟精英

與知識精英三類。鄉村精英是帶動村民脫貧致富的群體，也是鄉村治理

的主導者，而當下中國重點扶貧地區的鄉村精英大體可分為：鄉村幹

部、駐村國家幹部以及農村致富領袖等三類（歐甸丘，2019 年 11 月 18

日）。前兩類掌握著鄉村基層的政治權力，是構成傳統精英體系的主要

群體；而後者的外延範圍相對較為寬廣，既是原本壟斷村內經濟資源的

龍頭企業家，也可以是有能力返鄉投資建設的外移村民，亦包括透過自

主成功創業、進行原始資本積累的農民。不論以何種類型存在，其都是

以發展鄉村經濟，協助村民實現集體脫貧致富為終極目的。 

當下在關於「精準扶貧」的論述中，鄉村精英更常以「扶貧╱脫貧

致富帶頭人」（下文稱之為「致富領袖」）的身分出現，「致富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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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產生於特定時空條件下的非正式、流動式的角色。貧困戶脫貧後

透過經營本土產業而獲得持續收入，亦可以成為「致富楷模」，進而有

能力成為「致富領袖」，幫扶村內貧困戶，傳授致富之道；同樣，若本

身是有實力、財力的鄉村群體，但經營本土產業失敗且長期處於虧損狀

態，便很難有能力成為「致富領袖」幫扶其他貧困戶。由此可見，成為

「致富領袖」的前提是其自身要有能力發展本土產業，獲得持續穩定的

增值收入、擁有經營經驗，才能承擔著帶動村內貧困戶脫貧致富的重要

使命。「致富領袖」是經濟活動的主導者，也是道德倫理的重要影響

者，他們在兩項上都發揮著重要作用，自然成為提升鄉村治理的重要力

量。中國國務院扶貧辦全國扶貧宣傳教育中心副主任劉曉山（脫貧致富

帶頭人是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銜接的有力抓手〉，2019 年 4 月 2 日）

強調扶貧工作中領袖的作用之一即為「脫貧致富帶頭人成為建強基層組

織的生力軍。要將帶頭人培養成黨員、培養成村幹部、鄉鎮幹部，培養

成基層組織的生力軍」（同上引）。儘管致富領袖發揮著經濟屬性，但

其最終仍要涉足政治領域，服務國家權力機關。 

中國農村地區的精英流動，一方面體現出精英之間的循環，即政治

精英、經濟精英、社會精英之間的流動，這種流動促進了精英之間的橫

向轉化，有利於調動更多的社會建設資源；另一方面則是展現在外部與

內部之間的循環，即精英與非精英之間的循環，這主要是農村內富潛力

的農民逐漸成為新的鄉村精英，或是原本農村精英自身力量的消弭，進

而退出活動舞臺（王劍軍，2016）。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全面實施，鄉

村不再是單一類型的精英治理，早年從農村出走的精英回流後成為鄉村

的新精英，擔負起發展農村事業與帶動村民脫貧的任務，並與傳統駐村

精英共同治理鄉村。這也賦予了「回流精英」更多致富領袖的角色，且

此一新晉群體會更具有高流動性與可轉化性。本研究將「鄉村精英」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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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於經濟面向，即從回流精英作為致富領袖的角色出發，探討其身分的

橫向轉化，以及其所捲動起不同層級間的縱向更迭。 

二、禮物交換 

「禮物交換」（gift exchange）是 Marcel Mauss（1925/1990）提出

的人類學理論。他在經典著作《禮物》（The Gift）中指出，禮物交換

的實踐在於其「禮物之靈」（the spirit of the gift），禮物之靈是驅動交

換禮物的特質，而禮物中承載著靈動的象徵和意義，會致使禮物具有不

可讓渡性（inalienability）。即使禮物已被送出，這種東西仍會屬於送

禮者，而導致了受禮者的回禮義務（同上引）。在 Marcel Mauss 禮物論

的語境中，禮物流轉過程被視為一種「總體社會事實」與「全面呈獻的

社會制度」，前者涉及理性與感性、強制與自願的混融狀態；後者則涉

及禮物的社會權屬關係，包括贈予、接受、回禮過程中的慷慨、友善、

秩序與社會含義（劉毅，2019）。從贈予的邏輯來講，傳統的禮物交換

與熟人社會的「人情倫理和關係網絡」緊密相關，具有道德的強制性

（Yan, 1996╱李放春、劉瑜譯，2000，頁 219）；但從收受和回贈的角

度來看，接受者在傳統的禮物交換中有回贈對等價值禮物的義務，如果

不 進 行 回 贈 ， 則 會 損 害 自 己 的 榮 譽 、 信 用 及 交 好 關 係 （ Mauss, 

1925/1990╱汲喆譯，2002，頁 62-70），往往導致接受者回禮之價值會

大於收禮的價值，因此贈予者「所送出去的物並沒有失去，它會自己再

生產；人們在他方又會得到與之相同者，而且有所增值」（Mauss, 

1925/1990╱汲喆譯，2002，頁 149）。Marcel Mauss 的禮物二重性也表

明「利他」與「利己」的關係並不是割裂的，而是相互表達與呈現，

「禮性」需要「物性」的映襯與支持，禮物與互惠（reciprocity）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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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相伴而生。透過這樣的交換與流動，人們彼此產生連結，形成了相互

依賴的關係。 

禮物的贈予還預示著某種目的結果導向。禮物未必是完全利他的，

其具體形式既有名又有實，仍屬於一種互惠交換（Mawdsley, 2012）。

贈予者慷慨特質與權力欲念共同作用，在表面慷慨善意的背後還存在某

些計算性策略，包括給予者與接受者之間的複雜互動，以及社會意義的

維繫、調整與評估（劉毅，2019; Verhezen, 2009）。早在 Marcel Mauss

之前，Malinowski（1922/2002, 1926/2013）則從經濟利益考量的理性與

人性提出，互惠是禮物交換的一般原則，其認為「給予」是因為期待

「回報」。必須「回」是因為如果終止的話，對方也會終止「給」，一

旦沒有履行相對應的權利與義務，規範力量就會發生問題，關係網絡也

會慢慢脫落，而平衡的互惠鏈條便會斷裂（Yan, 1996╱李放春、劉瑜

譯，2000，頁 6）。禮物交換的真正目的是在其後所產生的人際關係，

而非交易物品的本身（Gregory, 1982）。此外，禮物交換制度存在著一

種結構性嵌入的特徵，帶有集體性的社會結構，這是當前中國社會禮物

交換得以發生的根本原因（李元元、陳亦晨，2015）。禮物交換更在人

們的現實生活層面中，發揮極為重要的影響，禮物交換強調著道德性及

社會文化意義，其最終目的不是物質的互換，而是情感的交流，是建立

和加強與他人社會關係的一種手段。 

Pierre Bourdieu（1977, 1990）認為，過往研究根據觀察歸納出少數

原則，並且以這些原則描繪出一個生成模型（generative model）的略

圖，並將這個模型應用到各種不同的禮物交換中（賴曉黎，2013）。

Pierre Bourdieu 以北非部落的卡比爾社會為個案研究指出，禮物交換理

論在解釋中經常被忽略一個關鍵面向：禮物交換無法完全化約為「贈

予—接收—回禮」的必然義務，既不能將禮物交換視為一系列不連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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慷慨行動，亦不能將送禮與回禮的交互循環認為是一種無意識的規則，

適當回禮也不同於契約規定的精確數字。這樣，禮物交換模型在具體實

作中便蘊含著不確定性，而是一種最高的或然率。真正驅動實作的不是

歸納出來的抽象性固定規則，而是以策略形式表現的實作感，這種實作

感的運行邏輯實則是一種榮譽的遊戲（the game of honour，同上引）。

因此，Pierre Bourdieu（1990）重新將不確定性因素納入禮物交換的模

型中，以實作策略取代模型規則。 

在中國，禮物交換會遵從禮數規範，講求「禮尚往來」和「厚往薄

來」。互惠與饋贈是交換的基礎，人們對這種互惠交換並不會去精確計

算交換後的差價，實體價格會在這裡被模糊化，更多要求的是雙方應盡

的互惠義務（劉毅，2019）。如若缺少這種義務，這種互惠的交換關係

也就很難發生；此即，如果回報失敗，就會導致社會關係的破損和「丟

面子」（折曉葉，2008）。由此可見，禮物過程參與者傾向找到情理相

融或互可轉化的可能性，或是根據情況有所詮釋，通常不會去尋求特定

的區隔或邊界要求，這種機制強調了互惠最優化，而非直接利益的最大

化（翟學偉，2007）。中國式禮物交換的過程正如閻雲翔（Yan, 1996╱

李放春、劉瑜譯）所描述的，其既是一個互惠系統，又有其工具化的一

面，相對自然地實現 Marcel Mauss 所言的混融狀態：在理性與感性之間

形成可能的共生關係（翟學偉，2011，頁 54-76）。 

自 Marcel Mauss 開啟了禮物交換研究以來，人類學家對該領域即廣

泛關注，一直持續到現代。但人類學的禮物交換研究，更多是聚焦在交

換的行為、情境和規則上，而忽視將「禮物」當作是一種媒介，並探究

其在整體禮物交換過程中所做出的貢獻（王闖，2018）。在中國鄉村社

會中，「禮物」沒有特定形式之分，不同形式的禮物作為媒介所傳遞的

意義、在施受雙方之間形成的流動過程，以及禮物捲動與重構著他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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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動態關係，在當代社會都鮮有研究，這或許可以從微觀與巨觀兩種

視角切入。據此，本研究在宏觀層面上，運用精英循環理論，探究鄉村

精英的變遷過程，包括個體精英的橫向轉化與在不同階層間的縱向迴

圈；另在微觀視角上，將「禮物」當作一種促能媒介，觀察在「贈予—

接收—回禮」的行為中所牽動的關係網絡，是如何推動精英的身分轉

化，期能刻畫出回流精英的鄉村發展路徑與其帶動的鄉村動態治理格

局。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研究者於 2020 年 8 月至 9 月期間，在中國 J 省 S 市 s 縣進行田野

調查時，幾位受訪者均有講述到丹桂村致富領袖的事跡，不免心生好

奇。在查閱相關媒體報導後，透過關鍵受訪者的牽線，與丹桂村經營蔬

菜基地的致富領袖取得聯繫，並於 9 月前往拜訪。因本研究目的在探討

鄉村精英的身分轉化與更迭，因此強調受訪者應具備「帶動村民脫貧致

富」的屬性。老李即因具有致富領袖的典型特性，而成為本研究田野訪

談的關鍵受訪者，其經歷為本研究提供了資料的豐富性。另透過老李滾

雪球式的引介，研究者有機會接觸到他所經營蔬菜基地團隊的內部成

員，也被稱為「農務達人」。滾雪球的抽樣方式能較快地接觸到合適的

研究對象，使得資料盡快達到飽和狀態，也因為都是透過朋友介紹而

來，研究對象的配合度也會較高，有利於研究的開展。因此，本研究根

據研究目的，在兼顧精英類型、身分差異，與貢獻程度等因素考量後，

最終選擇了五名訪談對象，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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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受訪者資料 

編號 性別 年齡 學歷 前職 現職 

老李 男 55 歲 碩士 
知名文化學者並身兼律

師。 

鄉村振興實驗基地的

創辦人。 

老付 男 67 歲 小學 

資深溫室蔬菜經營戶，

亦為日常雜貨小賣店老

闆。 

蔬菜栽種專家，亦擔

任團隊的總顧問。 

老顧 男 68 歲 大專 

40 年資歷的小學校長，

也是溫室蔬菜種植戶，

從城裡返鄉養老。 

蔬菜種植專家。 

老陳 男 65 歲 未受教育 

種植食糧的農民，也兼

快遞員和短工。 

將農地無償轉給團隊

使用，自己隨後亦成

為團隊合夥人。 

老周 男 61 歲 中專 

非丹桂村人，L 市某鄉

鎮糧管所的所長，精通

農產品運輸和銷售。 

身兼商務與專業經理

人，現為該蔬菜基地

的總經理。 

 

二、研究工具與資料收集 

個案研究強調過程與經歷，關注現象與情境脈絡間的複雜交互作

用，特別適用於深入理解與詮釋某一個案的特殊性（邱憶惠，1999）。

因本研究的目的是希望探討鄉村精英的角色變遷，採用個案研究實為理

想的研究設計。在資料收集方法上，本研究透過質性研究中的深度訪

談、參與式觀察，並輔以新聞媒體報導等數種來源，以形成三角互證。

就訪談方面，研究者採用一對一半結構式的深度訪談方法，老李因其為

致富領袖而成為本研究的關鍵受訪者，與其訪談時間也相對較其他農務

達人更長，訪談次數亦較多。研究者考量到組織內部領導者與下屬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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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位階關係，研究者與領導者的密切接觸會影響到對下屬訪談時獲取內

容的真確性，因此，研究者也積極融入團隊日常。在徵得受訪者同意

後，研究者以錄音方式進行，並進行逐字稿的謄錄。在訪談過程中，研

究者扮演聆聽者的角色，並注意受訪者常使用的字眼、語音、語調、表

情、情緒變化等，並針對訪談過程中未釐清的細節，和受訪者以微信語

音和文字聊天形式進行追訪以進行補充。 

就參與式觀察方面，研究者雖有參與蔬菜基地的日常經營活動與業

務對接，但更多是扮演同行旁觀之角色，如於清晨四點跟負責人同往當

地農貿市場運送蔬菜，以及參與經營團隊的例行會議等。就媒體報導而

言，新聞資訊的主要來源包括了 J 省內的地方政府與縣域媒體的微信官

方帳號。根據研究目的，研究者首先編製了針對致富領袖老李的半結構

化訪談提綱，在結束訪談後再根據其所提供的資訊與私下回饋進行反

思，並進行相應修改與完善。在此同時，研究者亦擬定針對農務達人的

訪談提綱。兩份訪談提綱皆遵循原訂時間軸的規劃，分為三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為扶貧產業開創期；第二階段為捐贈物資期；第三階段為捐助

成名後。 

肆、研究發現 

一、融入鄉土社會：從城市到鄉村的連結 

精英之所以會選擇「回流」，既有個人價值追求的主觀因素，也有

外部政策因素的推動。老李作為返鄉精英，其個人追求是主觀動力。老

李是上個世紀中，村裡第一位出走他鄉的大學生，而後長年在北京學

習、工作、生活，接觸了最新的資訊和知識，具有現代化的思維。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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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知識分子，又是城市中的文化精英，老李不斷地關注自己家鄉的經

濟發展，反思家鄉在發展過程中的問題及對社會發展的重要性，最終出

於個人情懷自城市返鄉，應用自身資源積極參與鄉村治理，成為鄉村回

流精英。其次，政府對鄉村建設的重視與有利的政策導向，為精英回流

鄉村並促使其身分轉變搭建好了平臺。老李成為鄉村精英一方面是自我

實踐的價值追求，另一方面則是響應國家政策，應用政策優待以獲得個

人利益。老李在「回流」後，藉助其在城市中所積累的文化資本與戰略

思維，投資現代農業進行創業，將自己跨域轉化成為具有「經濟精英」

身分的鄉村致富領袖，為村內做出了實質貢獻。 

老李在村裡之所以能成功轉化身分，幾位農務達人均表示，他主要

是透過「自掏腰包為村民粉刷墻壁、建設圍欄」、「只要有事情缺錢、

缺物資，他都能幫忙解決」、「為村裡解決金錢和物資等問題」、「幫

忙村裡單身漢與政府協調解決居住的問題」等，因而收獲村民普遍的支

持。回流精英並非獨斷控制並運用村民原來具備的資源與權益，來維護

住精英們的社會地位、權利與財產。對回流精英而言，他們將自身在外

地或都市所積累並擁有的資源投入到村民的世界，其對村民所需要的資

源進行補缺式的道義資助，進而透過投資扶貧產業以實現振興家鄉的初

衷。「出錢幫忙」這一系列的善舉，目的是為了贏得廣泛的村民支持，

實現老李對村裡未來發展旅遊產業規劃的宏圖。如老李所述：「你看我

們的菜綠油油的一片，再搭配藍天，這種最簡單、最自然的鄉村風貌最

適合搞旅遊業了。他們沒錢做這些（修整房屋、圍欄、粉刷等），我就

出錢……從現在就開始（為旅遊發展）抓起。」對於村民而言，「留守

在這裡的，基本上都是老人和婦女，農忙時可以僱請他們幫忙摘菜捆

菜，她們就有了一份長期的收入保障」（老李）。村民依賴回流精英為

他們提供上述的幫扶資源，以及再就業的機會所帶來的利益可持續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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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脫貧致富。 

禮物式的行動帶動了回流精英、村民與基層政府之間，相互依賴且

互惠交換的關係。村民與基層村政府仰賴回流精英為村裡帶來的義務建

設與致富機會，加速了回流精英的身分轉化。老李靠著為村民義務幫忙

的「禮物」贈予行為，拉近其與村民之間的關係，一方面在村民中建立

起良好聲望以加快其身分轉化；另一方面他以領袖的角色令村民對其產

生依賴，可以擁有代表村民集體意志來行使權力的合法性。建設太陽能

路燈、牆面粉刷、協助繼續村容整潔、村莊美化等村內環境整治，公共

基礎設施的建設與村民福祉的維護是屬於基層村政府的職務範圍，然而

基層政府在整個官僚科層體系中是權力最為薄弱的一環。老李自掏腰包

幫扶村內事務的同時，亦在輔助政府角色的履行，同時也促使基層政府

對其依賴。此時，回流精英具有了「共享」的治理資源，在得到鄉村內

部的社會支持下，老李完成了由經濟精英向社會精英的跨越。 

回流精英也仰賴村民與基層政府，來實現其扶貧事業各個環節的順

暢達成。事實上，發展鄉村旅遊的想法對於普遍抱持「靠山吃山、靠水

吃水」傳統思維的丹桂村農民來講，是很難得到廣泛支持的。只有獲得

村內民眾的信賴與支持，才能順利推動其發展旅遊的進程。同樣地，基

層村政府儘管職權受限，但其做為鄉村的管理者與服務者，在對旅遊項

目得以順暢向上申報、規劃中土地轉換的使用、將村內事務順利變現等

方面，發揮著重要的官僚體系、自下而上的溝通與協調作用。 

二、小村大愛：從村內到村外的跨度 

（一）被「貶值」的禮物：慷慨捐助的背後 

老李的社會精英權力行使範圍，初期仍僅限於村民內部，那時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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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得到的基層政權支持依舊有限，在向政治精英轉化的過程中顯得困

難重重。而後，因為湖北捐助蔬菜而一夜成為「正能量抗疫網紅╱先

鋒」，同時也帶動起整個村落到全國聞名的轉變。表面上光鮮亮麗，但

本可透過市場交易變現的蔬菜商品，卻「貶值」成為災難救助的「禮

物」，這背後有著多重且複雜的原因。 

首先，蔬菜被作為災難救助物資而捐出，對老李而言，並非是情感

和道德先行，而是因為受種植技術、農業運作，以及疫情蔓延等外在因

素影響，導致蔬菜因通路封閉而滯銷，不得已將市場上的「商品」下架

成為救難的「物資」，從「交換價值」變為「公益價值」、從「賣」變

為「捐」。對老李來講，當時只能以後者的形式進行發揮，並完成其作

為「物」的效能，並同時解決疫情重災區人們的溫飽問題。 

 

我去年拿一些菜苗回來試種，看著不錯，種得不錯，之後

就擴大規模，指望可以賺錢了，結果疫情來了……種植經驗還

欠缺，所以當時青菜本身長得不好。其實長得不好品相的青

菜，是很難賣掉的，剛好又趕上疫情來，路封了，就全囤積爛

掉了，根本賣不出去。（老李） 

 

其次，老李一方面進行成本收益考量，基於無法產生直接的「利己

性」獲利，因此從對自己最小損失的原則出發，做出不得已為之的下下

策之選。 

 

賣不出去賠錢不說，就爛在地裡，污染土壤，你下一批菜

咋種？那麼多地都被污染了，要種新的，買化肥還得再出筆

錢。捐也都是賠錢，賣不出去也是賠錢，爛在地裡或捐出去，

都須要自己承擔費用。（老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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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老李基於道德理性，擔心辜負村民對其的信任。「虧錢不

說，村裡老百姓信任你，但是就怕頻頻賠錢，對不起大家的信任」（老

李）。實際上，村民的信任與支持是老李從經濟精英轉變為社會精英的

基礎，而帶動村民致富既是老李的給予，又是對村民信任與依賴的再度

回饋。這樣才能使交換關係長久持續，進而確保其在村裡的社會精英身

分。用捐助的這一行為，既可以為自己人品背書，同時又實現了對村內

的「情」與對外的「禮」的統一。 

最後，助推地方政府為村裡做出實質改善，以實踐其改善家鄉的初

衷。如老李所述：「我們村太落後了，一直得不到政府重視，之前反饋

好多次道路的問題……不斷反映就是不通過……所以捐也是一種陳情，

表達我們村的難處。希望成為鄉村回流精英能得到上面的重視，給我們

村一些建設資源。」 

給予行為在發生的同時，往往會從根本上改寫了禮物贈予的內涵，

給予並不是真正的禮物贈予，而更多的是在傳遞一種話語，一種「希望

得到關注」的意圖。禮物作為一種促能媒介，兼具表達性與工具性，前

者具有傳情達意的功能，與後者在所有的饋贈活動中都同時存在，只是

比率不同而已。比率與目的相關，主要由送禮方的交換動機和所要達成

的效果來決定；在實踐當中，沒有純粹的表達性和工具性的禮物（Yan, 

1996╱李放春、劉瑜譯，2000，頁 50-64）。現代社會受到市場經濟的

衝擊，社會人具有傳統道德理性與經濟理性的雙重性。因此，在不同的

情境中或是在不同的關係中，人們透過禮物交換的運行，來構建與穩定

自己的人際關係網路，厚植自己的社會資本。 

（二）協作式救援：贈予的可能性與之後的狀態 

禮物交換是透過「贈予—接收—回禮」三個環節得以實現。「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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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價值在最初是不確定的，原因在於中國人不喜歡談錢，「談錢傷感

情」，而是喜歡運用心術，希望受惠者能理解其中的意味和用心。正如

老李所述：「老趙當時就跟我說，既然賣不出去，你還不如直接捐出

去。捐出去會有好處的。」在「接收」這個環節上，受 COVID-19 影響

的湖北人民是一群沒有回禮能力，匿名且陌生的受捐助者，捐助者與受

捐助者並非處於一定的關係網絡之中，因此受禮者處在不承受任何「債

務」的狀態下，獲得絕對的福祉，但這並不意味著災難救助的禮物不需

要回饋。在「回禮」這個環節，禮物之靈最終會回到捐助者身上，但這

個回禮主體並不是直接受禮的災民，而是那些有能力做出回報，但卻隱

形又在場的國家、政府與社會集體。「回禮」環節最為關鍵，集中體現

禮物的「社會生命」與社會人格，包括其中附著的「榮譽原則」。 

1. 綠色通道：快速集結的救災利益共同體 

救災是政府例行性工作的重要環節，也是官僚體系如何以一套慣常

運作的模式治理災難所創造出來的例外情境（湯京平、蔡允棟、黃紀，

2002）。然而，對高關注與高能見度的大型災害而言，其具有突發、不

可預測、難以掌握，以及時效急迫等特性，傳統官僚體系與結構的設計

並非是用來回應災難所帶來的無法預知及混亂，用慣常運作模式應對例

外情境在操作上往往會出現理論與實際的落差（Perrow, 2011），凸顯

出政府災難救助的失靈。社會力量，尤其是由災民所組成的本地社會介

入，並補充政府與官僚建構的救災模式則是非常必要的（張維安、李宗

義、李士傑，2013）。在新冠疫情最為嚴重的 2020 年 2 月，中國各地

皆淪陷為災區，政府為阻止疫情蔓延，發布行政命令如封城、封村、封

路等進行政策救援。不過，因封城措施導致災區食物供給不足卻難以由

政府補給，此時非正式組織等民間團體儘管有提供物資的能力，但在全

國交通運輸幾乎癱瘓的情況下，這些社會賑災捐助行為基本很難獲得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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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災區的綠色通道。因此，即便社會各界紛紛為災區捐贈各種品項的物

資，缺乏對接管道的單一社會行動，往往會石沉大海，很難達到救援的

效果。 

作為返鄉精英的老李，在捐助過程中之所以脫穎而出，有以下幾點

原因：首先，老李能夠透過其自身在城市網路中積累的社會資本與影響

力，取得與政府和災區對話的管道，進而能夠將自身捐助的訴求得以表

達，「我有這個想法（捐贈）後，就和老趙（律師朋友）聊，然後託人

找政府裡管事兒的」（老李）；其次，因其捐贈訴求的物資體量龐大，

遠遠超出一般社會性捐贈的規模，因此獲得政府重視，「當時政府問我

要捐多少，我說『我這 530 畝地全都種著呢，地裡有多少，就捐多少，

掛上我們村的名字』，他們說，這量夠大，向上申報應該很快就能批」

（老李）；第三，老李以「鄉村整體」而非個人的名義捐贈，能夠獲得

上級政府綠色通道支持，來調配專人、專款、專案來進行協助對接，

「最怕的就是大家都去一線應援，沒人手對接，或者對接一半人不見

了，沒人處理，還好當時政府牽頭，對接承包貨運公司，安排人手，還

有返回之後的人員隔離」（老李）。 

疫情救災做為一個場域，因捐助而得到的社會關注，也累積出聲望

榮譽的象徵資本。物資能否實現有效的對接、跨越輸送障礙以取得綠色

通道、順利快速到達災區，並精準地解決災區民眾的燃眉之急，這些流

程的順暢與否都取決於捐助者的決策。而在充滿競賽的場域中，這些主

動捐助物資的個人、單位，以及組織，透過自身的文化資本和社會資

本，發揮自身的能動性，爭相角逐，爭取獲得帶有象徵資本的肯定。由

個體、基層政府，與鄉村集體快速集結成的救災利益共同體，作為社會

與政府共同協作的補強式救援，能夠向上級政府徵求人力、物流資源等

綠色通道，當上級政府加入後形成四方行動者的動態且高效的暫時性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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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團體，得以在疫情最嚴重期間的一個半月內持續每天運輸。因捐助

方、基層村政府、村集體，以及上級政府都緊扣時勢所提供的重大機

會，進而做出有利於提升各自場域位置的策略行動，此時的救災行動場

域便由四方行動者共同集結且運作，其產生的救災合力與社會影響力，

遠非單一力量所能企及。 

2. 來自社會的回饋：共享的象徵性增值 

老李在捐助後，不僅得到了國家與政府表彰為制度性支持的象徵，

賦予老李一系列符號化的「榮譽」回贈，如「最美抗疫網紅╱先鋒」、

「疫情防控最美志願者」，其個人所捲動的丹桂村還一躍成為「全國蔬

菜基地」的代言村，從而使老李在村民心中樹立起更高的威望與尊重：

「我現在走在路上，大家都認識我，都跟我打招呼，有的還要跟我合

影，要簽名……現在僱人摘菜容易多了，有的提前就跟我說好要當臨時

工，有的後期報名都報不上」（老李）。 

此一「送禮」同時也帶來了外部的市場、技術與社會資本的競相投

注，如「投資商談合作」、「旅遊資源規劃籌備」、「承接省內省外大

量蔬菜訂單」、「高校與考察團造訪」，以及「媒體採訪」等，從而為

丹桂村產業的擴大與再生產提供了可持續性的通路支援。丹桂村當下的

樣貌和未來的發展形勢，與此前的狀態形成鮮明的對比，「以前這個村

基本就是鳥不拉屎，沒人管，現在村裡的路子可選擇性拓寬了」（老

李）。除了被動接收外部的資源，老李也有自己對村內未來發展的規

劃，「一些項目在規劃中，我準備再建 100 個安全蔬菜基地，種地瓜、

蘿蔔等，還要再承包一些土地」（老李）。 

禮物總是帶來某種具確定性的東西（something determinate），這種

確定性來自禮物所根植於的形式，送禮的實質或關鍵不是送出這個禮物

本身，而是呈現出了一種「禮物被送出後的狀態」（Derrida, 1992,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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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因此，相較於實物性的禮物，禮物贈予所形成的各種關係變遷，

是「禮物交換」範疇的重點。總結起來，榮譽、聲望與外部資源投注給

丹桂村帶來了三種變遷：一是令老李在村內的人際網絡更加穩固；二是

老李的社會精英身分不再侷限於丹桂村內部，而是延伸至村外，拓展了

其社會精英角色的外延；三是從封閉到流通，徹底改變了丹桂村的狀

態，從被遺忘一隅到捲入全國性的蔬菜供銷網絡中。與其說是老李因捐

贈獲得快速激烈的象徵增值，不如說是因為老李串聯起的救災利益共同

體，令救災所發揮的影響力得以增值，而共同體內部的各方行動者（包

括國家機構）均共享這種象徵增值效應。 

（三）權力關係的重構：個人捲動社會，共同聚合力的助推 

依 Pierre Bourdieu（1984, 1986）理論，「場域」存在於各種不同社

會位置之間的關係網絡與結構，是一種權力集結的場所（a field of 

forces）。不同位置的社會行動者或階級權力的力量不同，使得場域中

的資本分配存在不均衡狀態，亦迫使場域中存在持續的「鬥爭」。不同

行動者依據其所擁有的不同形式資本進行分配與利益交易，彼此互相交

換、競爭與對抗，接近不同社會資源以獲取象徵性地位，即維護或提升

個體在場域中的地位，達致對社會結構中既有權力關係的維繫、再生產

或轉變。災害救助是現代化國家的一項基本職能，「國家—社會」和

「國家—市場」關係，以及國家內部組織方式所形塑的自主性差異，決

定了不同國家在救災歷程中存在互異的角色扮演。對黨國體系的中國而

言，官僚政府在此歷程中發揮著全面嵌入的角色（盧陽旭，2012）。由

此，國家與政府是最有能力做出回禮行為的主體，其救災角色既是救助

者和施予者，同時也是受助者的代理人，並對社會救助給予回饋，有責

任參與禮物流轉過程的義務環節。在災難援助場域中，以丹桂村為救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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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共同體進行行動時，內部各方行動者與國家上級政府就構成了競逐

關係。 

老李將自己的政治訴求植入禮物的贈予中，並放大此一細節，巧妙

地將具有回禮義務的對象指向了政府：「運送的時候就是要靠人力從大

棚裡推出來，推到坑坑窪窪的路上，再推到貨車上……我們拍照錄視頻

要反映出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必須要放大。這個道路問題無論如何都要

讓上面看到我們村的難處……」。這一委婉策略有效地助推政府去履行

一系列的回饋義務，如老李提到：「一部分道路已經修建完成，不再是

問題」、「曾經在朋友圈抱怨水電與道路擴寬，地方領導直接打電話，

立刻把事情解決了」。此外，老李也在現有農村法規下的一些受限行為

或禁令中，獲得了政治特權與政策關照：「出名之後就不是我去主動

要，而是上面會派人來要我提要求，盡量配合我，滿足我，在農田上鋪

路啊，一些基建的經費」。 

事實上，中國《土地管理法》和《基本農田保護條例》等多部法律

規定，禁止在農田上進行道路建設、供水設施、供電設施等「非農化」

行為。但是對於老李來講，只有進行此一「非法」操作才能推動農業經

濟的規模化、機械化、現代化，最終實現效益化。老李從產業初創期便

從此一剛性需求出發，不斷與上級政府爭取灰色地帶擴大化的訴求，最

終能夠憑藉其救災網紅的象徵資本而獲得上級政府對這一「非法」行為

的特權。由個體、基層政府與村落集體組成的救災利益共同體所發揮的

影響力，使得象徵資本增值且在各方行動者之間彼此共享，基層政府亦

因此收穫了地方政績，這也促使基層政府向上級政府爭取資源成為可

能；同時透過此次大型公共事件，在無數基層政府競爭角逐的優越績效

官僚場域中，丹桂村政府脫穎而出，獲得了比其他基層政府更為成功可

見的績效與地位優勢，提升了其在與上級政府關係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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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災難救助的政治力量把受災者置於無法互惠的送禮關係中，後

者因無力拒絕或回報而消解了互惠關係的禮物經濟，也因此賦予了救助

者在權力和地位上的霸權主導（張巧運，2017），這種特殊的時空脈

絡，也令老李暗示政府作出的回禮行為，具有道德的強制力。贈予者的

慷慨特質與權力欲念共同作用，構成禮物政治的核心內容、時間間隔與

委婉策略，加劇了其中的「象徵暴力」（symbolic violence, Bourdieu, 

1977）。此外，國家、政府與社會的回報機制往往是相輔相成的，符號

化的榮譽回報促使更廣泛的社會影響力與社會支持，形成輿論監督來助

推隱形在場的國家與政府，讓他們必須現身並給予實質的回饋。老李表

示：「捐助也是在國難當頭的情況下做出的貢獻，當時也是媒體啊，電

臺都紛紛報導，社會也是在給上面施壓，這個需求就被解決了」。 

在鄉村治理體系中，地方官僚場域作為鄉村基層社會自治的領導力

量，能夠引領丹桂村的各項事務、主導資源分配；基層村政府權力範圍

有限，受制於科層體系的等級規範，在與官僚場域中的上級政府關係中

處於弱勢地位。即便返鄉精英帶著國家政策優勢進入鄉村，參與到鄉村

治理中來，具有充當國家與社會、政府與村民之間溝通橋樑的優勢，但

官僚場域的主導力量仍不可撼動。在返鄉精英的一系列積極作為下，官

僚場域的行動邏輯是由老李的行動而做出的被動式反應，兩者權力關係

的消長亦是透過返鄉精英的逐步行動邏輯來形塑。總結起來，在災難救

助中被送出的蔬菜禮物，重構了此前老李與上級政府不對等的權力關

係。 

這一轉變的過程如下：(1) 此前面對政府的強勢，老李處於反抗無

效、不得不服從的弱勢地位；(2) 隨著返鄉精英透過接近不同社會資源

積累在村內的象徵性地位，促使基層村政府與村民均對其依賴，其在鄉

村治理結構網絡中的地位不斷提升，進而能夠與基層村政府集結為救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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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體，代表村整體向上級政府爭取話語權；(3) 老李以委婉策略，將

對政府須要回禮的義務暗示嵌入禮物中，禮物所承載的強制力在捐贈

後，迫使政府站出來講話，這種壓力為老李與政府對話創造了可能，也

在一定程度上調適了其與政府關係上的張力；(4) 災難性事件的發生為

國家的必須嵌入與回應，提供了特定的時空條件，這是因為原本負有償

還責任或回禮行為的受禮者，因其脆弱性而無力回報，從而將這一環節

流轉到最有能力進行回禮的主體上，此即國家與政府；(5) 由於救災利

益共同體所發揮的影響力，以及禮物捐贈後所產生的網紅效應，使得象

徵資本增值且在各方行動者之間彼此共享：相比其他基層政府收穫更多

的地方政績，提升了其在與上級政府關係中的地位，促動上級政府下放

資源；老李贏得廣泛的社會影響力，將其推至優越地位，個人與社會輿

論合力也同對政府形成壓力；作為村整體的這一小村大愛行為，得到國

家級官媒的系列報導，這一具有官方媒體背書的網紅村亦能促動上級政

府和國家投入資源進行建設。 

由此可見，這些因素共同將上級政府代表的官僚場域推向做為「債

權人」的回禮義務上，折射出村整體場域與官僚場域權力關係的運作實

況，政府地位不斷跌落，進而重構了贈予者與政府之間的權力關係。而

重構後的老李獲得了政府回饋的法律規範之外的政治特權，即便是農田

保護法禁止的建設行為，也因老李而「合理合法」，從而推動其身分從

社會精英跨度到能夠向官僚場域爭取特權的政治領域。可見，各方行動

者能夠善於抓住疫情賑災時勢所提供的重大機會，做出有利於提升各自

場域位置的策略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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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賦權與收回：跨階層的流動與變遷 

（一）身分分化：被建構的角色符號 

由於多數的青壯年村民皆外出務工，有些技術能力較高的農民被賦

予了「農務達人」的稱號，成為在「回流精英」團隊內能夠產生垂直階

層流動的「駐村精英」。Karl Polanyi（1944）的「互惠交換」制度主要

常見於原始社會，以血緣和夥伴結成的共同體，特別是在有互相「贈

予」義務行為的親友之間。此類圍繞人情所展開的熟人關係，同樣也在

丹桂村耕種產業的發展期間展現著。 

在成員來源上，老李將自己的親緣關係網絡、村內技術能力強的傳

統農民，以及由傳統農民分化出來且有一定社會地位的強勢群體，組織

起來強力發展蔬菜耕種產業，如老李提到「我現在這個團隊都是鄉村能

手。我二叔，兩個比較熟的鄰居……因為現在還處於剛剛起步的階段，

就比較多自己人和村裡人，大家一起合夥幹，畢竟一個村大家都認識，

知根知底，也比較好幫忙，一句話就能答應」（老李）。 

在熟人基礎之上，交換也是同樣重要。社會吸引力會促進社會交

換，只有覺得交換關係具有吸引力時，才會持續與對方互動（Homans, 

1958）。農務達人與回流精英間的社會吸引力，促使社會交換的形成。

一方面，回流精英運用經濟權力，透過發展現代耕種產業，給每位達人

帶來較高且固定的月收入，使他們在個人財富積累上與其他村民形成分

化；另一方面，回流精英儘管有治理鄉村的能力，但在農業技術、知

識、經驗和種植實踐上，仍需倚賴這些農務達人，而這些達人則應用自

己在村裡幾十年積累的種植經驗以及對鄉村的瞭解，來扶助回流精英治

理鄉村。隨著回流精英獲得更多的資源與權力，農務達人在老李的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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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也獲得了精英角色，完成了傳統農民向駐村精英的身分轉變。此外，

他們透過僱傭其他村民參與現代化的農業建設，相對於其他村民更具有

地位和權力的優勢，形成了農民身分的分化。 

在團隊經營管理上，老李除了給每人每月固定工資之外，還賦予他

們「農務達人」、「區長」、「專家」、「顧問」等角色稱謂。老李對

成員的角色賦予常見於兩種情境。一是將其做為對外建構的符號，常見

於媒體採訪報導與接待外部人員活動中，如老李在對外接待時會常講道

「自己常在北京，村裡的事務會慢慢交給鄉村能手負責，他們都是基地

總負責，大區經理」等賦權的話語；老付也表示︰「老大給我們的職位

都很高，我們也很樂呵，每次接受採訪都是誰誰是我們的專家或總經理

的，這些都是我們村發展不可或缺的人才」，老周也提到︰「老大接項

目都會帶上我們，說我們都是專家、能手，頂樑柱，我們被捧得很

高」。這些角色賦予也會成為對團隊成員的規訓、話語激勵與積極期

許，亦常出現在內部開會的總結中，「你們是鄉村能手，要挑起村裡的

擔子，跳出小農思維，不能只種地，不考慮其他，你們要學習現代化種

植技術，擔負起管理、監督的職能，成為全能管理者」（老李）。可以

看出，老李將一系列角色符號賦予給團隊成員，建構出具有「權威性」

的專業團隊，借助熟人關係網絡以建立起現代化的農企業，並以現代企

業的管理方式來運營人情關係網絡。 

（二）自我增能：被內化的身分想像 

因疫情捐助帶給團隊無法盈利的損失，老李選擇自己承擔，不需要

團隊成員分擔，且正常發薪，如老顧說：「老大不會拖欠我們工資，而

且每月都準時給我們發錢」；老周表示：「跑業務的報銷費用，老大都

會提前撥給他，不會讓他自己先墊」，老陳也提到：「從一開始種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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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就一直在賠錢，中途遇到那麼多事兒。在錢方面，老大沒有虧待我

們，他自己一個人都扛下了」。 

員工幹活、老闆發薪，是企業正常運作的邏輯，也是履行正常的權

利義務關係。但在熟人社會，人情「虧欠」是個重要特徵，人們之間的

「相互虧欠形成了相互間的情分」（陳柏峰，2011），令拿著老李薪水

卻不需要與老李共患難的團隊成員，產生對老李「虧欠」的心理壓力。

此外，傳統農民被老李賦權為農務達人的精英角色，也強化了「虧欠」

的程度。為了彌補這份心理「虧欠」，團隊成員會更積極地進行改變，

最突出的表現就是自我增能。如老陳所述：「像我之前都是種地，哪有

什麼月工資，現在有了工資，又有管理的權力，就覺得要好好幹出一番

事業。」老顧也表示：「因為堅信蔬菜基地會越做越好，因此老大說什

麼都會照做，即便淩晨兩三點就起來，去將菜運到市場去賣，也不覺得

辛苦」。老周也堅信真要能做起來，後續應該會很賺錢。 

「虧欠」推動了自我賦能，而精英角色的職位符號又在當下不斷對

外呈現，賦予了團隊成員自我增能的動力，強化了自身求變的意識，喚

醒其主體性、自信與責任意識。「未來都能成為區總（每個大棚區的總

負責）」（老顧）的承諾，在日常農務過程的持續話語激勵中，形塑出

他們對自身未來的想像。在虧欠與增能、當下與未來、既得與想像之

中，虛與實的交織使得禮物交換關係，不是一次性的完結，而是依賴持

續性的互動，進而推動成員將當下的義務履行地更好，有利於在短時間

內快速集聚村裡的資源與人才，增強團隊凝聚力與對組織的忠誠。 

「賦權」即賦予權力、增加權能。Solomon（1976）指出，賦權是

為緩解弱勢群體的乏力感、增強效能感，而透過人為方式將一部分權

能，由強勢方轉移至弱勢方，實現權力配置相對均衡化及合理化的過程

（李金龍、劉巧蘭，2019）。而事實上，團隊成員從傳統農民一躍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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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專家精英，這種身分與地位的轉變在老李眼底，是將賦權與建構過度

地誇大。老顧坦言：「其實我們工作很雜，什麼都幹，但還是以種地為

主」。一旦權力被收回或脫離出回流精英這個體系，他們又回歸到了農

民身分；而這些傳統農民基於老李的賦權，內發產生自我增能的認知與

想像，並為這一想像目標進行改變的過程確實是真實存在的。前者以符

號作為贈予，後者以自發的實際行動作為回禮，禮物價值的巨大差距一

旦在某一環節中止，不僅意味著社會關係的斷裂，更會導致回報者巨大

的心理落差。 

（三）角色更迭：權力之下的耦合之難 

蔬菜種植基地組織在發展初期，基於共識與信念而形成良好的關

係，但回流精英不具備農耕經驗，在老付看來，「我種了大半輩子的地

了，這種蟲草害我還不知道怎麼處理嗎？老大從來沒種過地，但偏要按

照現代企業的模式去走。」老顧也說︰「不要以現代企業的思維做農

業，那就要虧死了，我朋友在安徽，虧了 800 萬、1,000 萬的。」而傳

統農民又難以接受現代化的農業邏輯，在老李眼裡，「他們還是小農思

維……有的時候他們真的很固執」（老李）。由於「達人」的鄉土性理

念與回流精英想要建設的現代農業存在明顯價值理念上的衝突，當傳統

農民發現內化的自我想像與個人的鄉土經驗需要被拋棄，取而代之的是

用個人完全未知的現代化運作方式來實現時，就會遭遇來自鄉土性的抱

怨、不服從，甚至是抵抗。老陳說：「後來老大對我們要求越來越多，

我們就是農民，都一把年紀了，真用專家標準來要求我們，我們就會有

埋怨」。老付陳述：「老大應酬啊，接受採訪啊，談合作都會帶上我

們，一次兩次就得了，總是這樣真的耽誤工務，地裡的活多到都做不

完，我們還得從始至終陪老大，陪完了之後，那些地還得我們去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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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做生意的，就是農民。」老付因自信於長期積累的種植經驗，而沒

有按照老李的指示，以現代化的方式控制草害，最終被老李撤掉了技術

專家的職務。 

回流精英此前以對外包裝的方式建構出「農務達人」的身分，並賦

予給團隊成員，是希望後者能與其共同奮鬥，努力振興鄉里。在「撤職

風波」之後，看似有名無實的虛擬職位因回流精英的撤回，給這些「達

人」帶來的卻是實質的經濟損失。老付表示：「老大對現代思維著了

魔，讓他放棄不太可能，我們對他來講，就是手下打工的，理念不合的

話，說撤就撤，少幾千塊的工資呢，一切都老大說了算。」回流精英賦

予的職位本就沒有任何制度性與合法性的授權，但在人情債先行的農村

場域裡，就意味著，這樣的稱謂與角色是可以隨時被剝奪與收回的，沒

有任何保障機制。當回流精英難以從「達人」身上獲得想要獲得的資源

時，「撤職」便意味著社會交換關係逐漸被打破，團隊成員也會遭遇隨

時被收回職權的風險。老陳提及：「他們自家人都被撤了，我們也不舒

坦，我們就想著，要不就不幹了吧，但畢竟月月有工資拿，人家說啥，

咱就指哪打哪好了。」 

簡言之，回流精英主導著從農民到精英的縱向流動，「農務達人」

只是回流精英發展現代化耕種產業的技術工具，兩者雖始於道德層面的

熟人關係，但會可能終止於權利義務與組織秩序下的僱傭關係。在遭遇

來自鄉土性的抵抗與原有社會關係破裂後，也意味著禮物接收對象必須

發生改變，才能繼續維持團隊的運作。老李表示：「現在總經理換成是

隔壁村的來擔任嘛，我想的是，等慢慢步入正軌，就換成職業經理人來

打理……等慢慢規模化經營，一定要聘用外部的人了，不然現代化起不

來的。」回流精英任用非關係型的現代職業經理人來繼續發展現代農

業，從而令鄉村精英的格局可以不斷隨著現代性與鄉土性的對接而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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迭。 

熟人社會內部的人情規訓和機制，使得人情關係在良性的軌道上持

續運作（陳柏峰，2011），此一狀態更多適用於沒有捲入現代化的進

程，而仍依賴血緣關係所維繫的鄉土社會。然而現代耕種產業對丹桂村

的嵌入，本身就已經打破了原本基於熟人關係運作的鄉土性。丹桂村在

扶貧產業的初創期，在親緣關係的基礎上，表現出以「禮物」為媒介的

義務性來建構「贈予」的關係，權利和義務都被置於互惠性服務的均衡

鏈中。禮物所賦予的道德和感情作用，以及回禮的義務，維繫著老李與

農務達人之間的社會關係，並存在一定的規範力量。所謂「義務」的履

行，只要有達到贈予者期待的「回報」，禮物交換的過程才能永續。顯

然，由於農務達人固有的鄉土性，令其與老李期待的回報有較大的偏

差。當這種偏差被認定為是一個群體固定思維所造成時，老李做為有權

勢收回賦權的一方，並讓渡給與自己有共同價值理念、會產生較小思維

偏差的群體，也就導致了農務達人與老李禮物交換與組織關係建構社會

性的終止。在老李權力施展下的組織精英體系，當基於親緣和地緣關係

的農務達人退回傳統農民，具有現代化思維的外部非關係人被賦權後，

遂完成了另一輪精英階層的新舊更迭。 

伍、討論與結論 

本研究從精英循環與禮物交換的視角，來探究扶貧產業嵌入鄉村場

域時，一方面透過多元彈性且動態多變的禮物式策略行動，來實踐其振

興家鄉的初衷，亦同時不經意地推動著角色的橫向轉化與縱向更迭，折

射出與官僚場域上級政府權力關係的消長；另一方面，透過禮物交換在

實作過程中，不同行動者在不同階段以不同形式的回饋，象徵資本得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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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累與增值，亦促動了返鄉精英的自我認知與對鄉土性運作邏輯的善

用，進而對扶貧產業與鄉村發展做出策略性的調整與未來規劃，揭示出

鄉村扶貧場域的運作邏輯，進而形塑出動態的鄉村治理格局。 

表 2：丹桂村的「禮物」交換形式與過程 

禮物形式 屬性 接收者 回禮者 回禮形式 

義務協助、創造就

業 機 會 、 僱 傭 酬

勞、救災物資（蔬

菜）、村內環境建

設（路燈、柵欄等

不列屬政府專款之

公共項目） 

人 情 、 無 形

（ 當 下 即 時

性）、財物報

酬、即時性、

有形、實物、

持續性 

村民 

（內部） 

村民（內

部） 

依賴與支持 

創造就業機會、工

資酬勞、符號化的

精英職位、話語賦

權 

人情、財物報

酬、持續性、

無形（未來承

諾） 

技術農民

（團隊內

部） 

技術農民 

（團隊內

部） 

服務團隊、組

織忠誠度 

救 災 物 資 （ 蔬

菜）、愛心 

有 形 、 即 時

性、特定期間

的持續性行動 

湖北 

（外部） 

社會 社會聲望、資

金、市場、資

源 

國家（中

央政府） 

符號化榮譽 

公共基礎設施的修

建 

代替政府職能

完成政績工程

（ 怠 政 助 推

器）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 政治特權、資

源下沉、土地

流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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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丹桂村鄉村精英的角色轉化與更迭路徑 

 
 

（一）禮物式交換的行動策略：身分轉化與權力運作 

本研究結果顯示，返鄉創業扶貧的「禮物」促使城市文化精英轉型

成為鄉村經濟精英；對村民義務協助的「禮物」推動經濟精英過渡成為

社會精英；後將滯銷蔬菜轉化成為救災捐助的人道「禮物」完成了村內

政治精英和外部社會精英的轉化；上述歷程逐步勾勒出回流精英的橫向

跨域的轉變。而對技術農民賦權賦職的「禮物」推動其躍升為駐村精

英，又因其慣性思維的鄉土性與承擔專業角色的脆弱性，難以適應現代

化產業運作而被新進精英和專業經理人所取代，遂完成了新舊精英的垂

直更迭（表 2 與圖 1）。 

首先，禮物交換儘管沒有任何法律約束，卻能構成了一種具道義性

的經濟體系，且道德原則常會超過經濟考慮（Yan, 1996╱李放春、劉瑜

譯，2000）。回流精英最初基於鄉土情結與對自我實踐的價值追求，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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鄉投資現代化的農村扶貧產業，老李所具有的知識、技術、資本、人際

關係，都是不可替代的戰略資源，不僅具備特殊的社會吸引力，更能爭

取到村民的支持。而其對村民的義務協助與就業機會創造，帶領著村民

脫貧致富，而對老李產生持續的依賴，也讓他贏得民心與聲望，在為村

內做出被認可之不同層次的實質貢獻中，開展出多元彈性且動態多變的

禮物式的策略行動。這些「禮物交換」推動著村內權力行使的合法化，

從而實現其從經濟精英向社會精英的過渡，然初期其社會精英的角色和

地位，僅限於丹桂村內部。 

其次，救災的人道「禮物」使其完成了向村內政治精英和外部社會

精英的橫向跨域轉化，但這種捐助並非是情感與道德先行，而是在互惠

最優化的基礎上尋得情理互融及轉化的可能性。社會影響力為村裡帶來

了持續性的外部資本，也為其社會精英的角色從村內走向村外，超越了

時空界限。救災的政治力量也使得「禮物」的贈予者嵌入道德強制力的

話語，在其捐贈後產生廣泛的社會影響力，更進一步形成的整村共同體

與社會輿論的合力，推動地方與上級政府扶貧政策優先下放，並賦予網

紅政治特權，在參與鄉村基層體系運作中，實現其從經濟精英到村內政

治精英的跨度。 

第三，不同禮物在不同時空場域的交換，形塑出彼此依賴又相互競

爭的關係，特別體現在返鄉精英與基層政府、基層政府與上級政府的關

係上。官僚場域的行動邏輯是由返鄉精英的積極行動而形成的被動式反

應。基層政府權力範圍有限，受制於科層體系的等級規範，與上級政府

的關係中處於弱勢地位，在行動邏輯方面趨於保守；而老李為後進經濟

精英，儘管其並非占據村內主導資源，但其可以透過體制外的彈性空間

來發揮優勢，一方面履行經濟職能，另一方面承擔政府職能，達到資本

量的積累，進而使其地位獲得提升，同時也促使基層政府對其依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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賑災捐助上，老李需依賴基層政府來配合與上級政府提供的綠色通道，

而救災利益共同體的組建令救災所發揮的影響力得以增值，共同體內部

的各方行動者均共享這種象徵性的增值效應，基層政府因此得到地方政

績，促使其向上級政府爭取資源成為可能，提升了其在與上級政府關係

中的地位，折射出官僚場域中權力關係的運作。  

第四，禮物不一定是以有形的實物存在，符號化的禮物同樣具有道

德和義務的約束力。如老李給予與自己有緊密關係的農民職務和承諾，

賦予其榮譽及稱謂，共同經營基地即便賠錢也不願他們承擔損失，這些

行為一方面讓其獲得認同與聲望，另一方面也將組織成員推向需要履行

對老李「服從」與「效忠」的道德線上。老李對農務達人的日常贈予是

兩線並行的過程，其一透過月薪發放來維持雙方的權利與義務關係，其

二是透過承諾性的未來禮物來促使他們履行當下的義務，並在不斷的話

語激勵中形塑他們對未來的想像。兩線交纏體現了贈予者期望彼此因感

情建立和關係深化而持續維繫組織內部的互助合作。這種對技術農民賦

職與賦權的「禮物」推動其躍升成為駐村精英，但這種情況僅適用於產

業發展初期，技術農民一般會固守其慣性經驗，而成為發展現代農業的

阻礙，進而逐漸失去精英資格，也可能最終會被無地緣與親緣關係的專

業經理人取代，完成了「新→舊」精英、「回流→駐村」精英的更迭現

象，形塑出鄉村精英的動態循環。 

（二）扶貧場域行動邏輯：回饋促動下對鄉土性的善用 

扶貧事業的運作與鄉村精英身分的轉換，兩者相輔相成，是在中國

鄉村社會中，鄉土性運作邏輯的耦合。在扶貧禮物式策略的實作進程

中，回流精英以發展現代種植產業為初衷，透過在產業的不同發展階段

一來一往回饋中，逐漸形塑出自身的認知，也逐步掌握並得以善用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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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運作邏輯，進而制定下一階段的行動策略。具體而言，在第一階

段，回流精英帶著鄉土情結與振興家鄉的目的，從城市文化精英回鄉投

資現代扶貧產業，在這一初期階段，運用親緣、血緣、地緣的穩固人際

網絡組成團隊，基於熟人之間信任感的回饋，使其安心地將種植等技術

層面交由團隊成員負責。此一階段，善用鄉土性的熟人關係能夠進一步

爭取到鄉村社會內部的支持。 

第二階段，回流精英義工幫扶村民建設、輔助承擔政府職能，得到

村內村民和基層政府的依賴，其自身的象徵資本得以積累與增值。而在

此一階段，基層政府無實權，其個人向上級政府又難以爭取到村內道路

硬化的審批，令其產生反思。事實上，從上級政府的思考邏輯來看，返

鄉精英是商人，商人歸根到底是追逐個人利益的，且村內事務應由基層

政府上報，個人申請既容易被忽視，又易被視為個人逐利行為。 

因此，在救災（第三）階段，已經具有村內社會影響力的回流精英

改變其行動策略，不以個人行動，而是與基層政府聯合的整村利益共同

體進行行動，而合力所產生的象徵回饋也促使其擁有了政治特權，也令

其可以應用此政治特權進行更宏大的產業規劃和布局。由此，回流精英

在這些回饋形式下逐步掌握這一鄉土性的行事邏輯，即鄉村精英需要具

有流動且多元的身分，跨足多個領域，以及在這些領域所積累的象徵資

本所帶來的合力，才能有利於其在鄉村場域內順利開展行動；而政治領

域所代表的權力資本直接能夠為重大行動的有效落實開闢綠色通道。 

第四階段，當回流精英運用政治特權與社會資本，順利爭取到發展

現代農業所需要的系列條件，團隊內部中成員在面對快速發展的扶貧產

業，其自身在觀念層面仍難以跟上從普通農民到被賦權的「種植專家」

這一身分轉變，面對回流精英有形與無形、當下與未來的回饋，其反思

的結果仍然停留在「我只是個種地的，我就幹好我的本職工作」的鄉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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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小農思維。而此時的回流精英在面對現代農業發展中來自鄉土性的阻

力時，其反思而跳脫出熟人的關係網路，透過聘任外鄉的能人來重組團

隊，運用制度化的農業企業管理模式來治理鄉村產業。此時，鄉土性的

熟人關係成為現代化企業運營的障礙。 

由此可見，身分的跨域轉換是回流精英自我價值實現的象徵資本，

是在禮物式的策略性交換過程中，形成對鄉土性運作邏輯認知的階段性

結果，是扶貧事業得以順利開展的手段。只有形成多元的鄉村精英身

分，才能有在鄉村扶貧場域進行實作展演的機會空間，實現鄉村精英回

流創業的初衷。 

陸、貢獻、限制與未來研究 

精英循環與禮物交換理論均出自於西方，本研究以兩者為視角，並

將其嵌入中國農村社會脈絡，希望透過鄉土實踐進行理論對話，進而發

展出禮物交換形式與所對應的精英轉化路徑，期能豐富這兩個理論的跨

文化詮釋。本研究跳脫禮物交換的人類學框架，從媒介角度將禮物交換

視為改變得以發生的助推器，豐富了此一理論的跨學科應用。儘管因疫

情捐助成為網紅村的特殊性，不能代表其他中國農村的發展特點，但許

多中國農村在區位條件、社會結構與所處發展上皆與丹桂村類似，而許

多貧困農村也都需要致富領袖與扶貧產業的嵌入，亦都面臨著來自鄉土

性與政府惰性的抵抗，因此本研究所示之精英轉化路徑和實現轉化所採

用的方法，會是其他貧困地區值得參用的模式。另在實踐層面上，唯有

充分理解精英的轉化路徑，特別是轉化動機、權力擴張階段、促成特定

領域轉化所需的實現方法，以及在精英身分轉化過程對鄉村經濟產生的

影響、地方政治的干預，以及鄉村生活的改變，才能將精英的積極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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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獻到鄉村治理上，以避免精英俘獲或政策懸浮等負面效應。 

據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議：(1) 回流精英可在自身條件的允許範

圍內，遵循鄉村社會的人際網絡運作邏輯，贈予鄉村不同形式的「禮

物」，從而實現其身分的跨域轉化，並更完善地融入鄉村社會建設；(2)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回流精英儘管具有現代化產業發展的戰略知

能，但可能會因為對鄉村貧困問題的根源尚未摸清，較難與村民無縫對

接，因此需要能辨認潛在的駐村精英，並與其保持良好的溝通，以維繫

良好的運作；(3) 基層地方政府應整合體制，並合理配置鄉村治理的資

源，同時發展由下而上的社會監督力量，以防止由於官僚科層體制所造

成的資訊斷裂，進而導致扶貧政策在執行過程中不預期產生的變通、懸

浮或謀利等異化現象。 

本研究亦存在有四點研究限制：(1) 本研究的鄉村精英轉化路徑僅

限於在扶貧產業發展初創期，未來將進一步探索丹桂村在扶貧產業繁盛

期，持續獲得內外支持下的精英格局；(2) 本研究的鄉村精英是聚焦於

經濟層面的致富領袖，探討範圍亦存在侷限，且受訪者主要來自扶貧產

業團隊內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精英發展的路徑，未來研究將納入基層

鄉村組織的政治精英，如大學生村官、網格員、（駐）村書記，與村兩

委等，4 及上級政府內部的政治精英等，以深入刻劃出丹桂村的精英網

                                                        
4 (1) 大學生村官為吸引在外求學的大學生在畢業後返鄉擔任地方官員的政策，大

學生必須通過考試方可受聘。(2) 網格員係針對鄉村進行細分成為格狀區域，每

塊區域皆有幹部提供服務管理，其任務主要是搜集並上報村民訊息，平日亦擔任

糾紛協調與巡守庶務。(3) （駐）村書記，村書記為村內行政領導及發展戰略指

揮，該職由村黨支部黨員選舉產生，與由村民選舉的村委會主任（又稱為村長）

不同，雖不負責具體操作，但前者在村內的職權更寬。另駐村書記為上級選派之

優秀且有資歷的幹部，輪調性地派駐到村內協助，他們直接聽命上級，與村內幹

部無隸屬關係。為村內行政領導及發展戰略指揮，該職由村黨支部黨員選舉產

生，與由村民選舉的村委會主任（又稱為村長）不同，雖不負責具體操作，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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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與轉化脈絡，以及官僚場域及其內部不同層級國家機構的行動邏輯，

從而促使研究結論更為全面；(3) 丹桂村的個案研究只能做為透視鄉村

精英角色轉化的一個櫥窗，難以支撐起精英循環理論與其實務應用，未

來仍需投入更多的研究能量，方可洞悉多元扶貧產業所需精英及其貢獻

的完整面貌；(4) 本研究從捐助方的視角，未來將透過多面向、多類型

的行動者，深入聚焦於災害本身及其禮物式行動策略的細節，探討各方

行動者採取有利於提升各自場域位置的策略行動、時機及其背後的原

因，以及所帶來的影響，以做為探討高關注與高能見度的大型災害中賑

災捐助的行動邏輯。 

參考書目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2018 年 2 月 4 日）。《新華

網》。取自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2/04/c_1122366449.htm 

〈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 年）〉（2018 年 9 月 26 日）。取自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09/26/c_1123487123.htm 
〈脫貧致富帶頭人是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銜接的有力抓手〉（2019 年 4 月 2 日）。

《新華網》。取自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9-04/02/c_1210097557.htm 
王劍軍（2016）。〈轉化與更迭：鄉村回流精英的角色變遷〉，《安徽行政學院學

報》，35: 71-75。 

王闖（2018）。〈禮物交換：微信紅包的媒介人類學解讀〉，《新聞愛好者》，8: 

65-68。 

邢成舉、李小雲（2013）。〈精英俘獲與財政扶貧專案目標偏離的研究〉，《中國

行政管理》，9: 109-113。 

李元元、陳亦晨（2015）。〈禮物交換的結構牲嵌入：青海黃南熱貢唐卡交換模式

的個案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6(1): 179-183。 

                                                                                                                              
者在村內的職權更寬。(4) 村兩委係村黨支部和村委會之聯合簡稱。前者負責村

內黨務工作，是鄉村發展的戰略部署，也屬國家機關體系的最底層；後者即村民

自治組織，負責村民事務，非屬國家機關。 



鄉村精英在疫情期間的身分轉化：以禮物交換為促能媒介的視角 

‧147‧ 

李放春、劉瑜譯（2000）。《禮物的流動：一個中國村莊中的互惠原則與社會網

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原書 Yan, Y. [1996]. The flow of gifts: 

Reciprocity and social networks in a Chinese village.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李金龍、劉巧蘭（2019）。〈構建脫貧攻堅戰役中農民合理話語賦權制度機制研

究〉，《河南社會科學》，27(11): 65-72。 

吳忠民（2008）。〈精英群體的基本特徵及其他〉，《中共中央黨校學報》，

12(2): 94-98。 

汲喆譯（2002）。《禮物：古式社會中交換的形式與理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原書 Mauss, M. [1925/1990]. The gift: The form and reason for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 [W. D. Halls, Trans. ]. New York, NY: Routledge.） 

折曉葉（2008）。〈合作與非對抗性抵制：弱者的“韌武器”〉，《社會學研究》，

3: 1-28。 

邱憶惠（1999）。〈個案研究法：質化取向〉，《教育研究》，7: 113-127。 

周常春、劉劍鋒、石振傑（2016）。〈貧困縣農村治理“內卷化”與參與式扶貧關

係研究：來自雲南扶貧調查的實證〉，《公共管理學報》，13(1): 81-91。 

姚瑞（2020）。〈微探帕累托精英循環理論〉，《江西電力職業技術學院學報》，

33(7): 144-146,148。 

陳柏峰（2011）。〈熟人社會：村莊秩序機制的理想型探究〉，《社會》，31(1): 

223-241。 

張巧運（2017）。〈災難救助與應災能動性的人類學思考〉，《西南民族大學學

報：人文社會科學版》，38(12): 24-31。 

張英魁、曲翠潔（2014）。〈當前中國鄉村精英社會流動的內在機制分析〉，《當

代世界與社會主義》，3: 111-116。 

張維安、李宗義、李士傑（2013）。〈跨越官僚的專業線：網路力量與救災行

動〉，《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51(1): 55-101。 

湯京平、蔡允棟、黃紀（2002）。〈災難與政治：九二一地震中的集體行為與災變

情境的治理〉，《政治科學論叢》，16: 137-162。 

翟學偉（2007）。〈報的運作方位〉，《社會學研究》，1: 83-98。 

翟學偉（2011）。《中國人的關係原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 

歐甸丘（2019 年 11 月 18 日）。〈產業扶貧要抓住“農村精英”〉，《新華每日電

訊 8 版》。取自 http://www.xinhuanet.com/mrdx/2019-11/18/c_138563797.htm 

劉明（2019）。〈精準扶貧中的精英俘獲現象的行為邏輯和發展方向〉，《農家參

謀》，13: 42-44。 

劉毅（2019）。〈禮物悖論與禮物政治：以實踐觀點為中心〉，《深圳大學學報

（人文社科版）》，36(2): 130-136。 



‧新聞學研究‧  第一四八期  2021 年 7 月 

‧148‧ 

盧陽旭（2012）。《災害干預與國家角色：汶川地震災區農村居民住房重建過程的

社會學分析》。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社會所博士論文。 

賴曉黎（2013）。〈幻象與共謀：布赫迪厄論秩序的自我持存〉，《台灣社會

學》，26: 1-36。 

Birtchnell, T., & Caletrío, J. (Eds.). (2014). Elite mobilities. London, UK: Routledge. 
Bourdieu, P. (1977).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R. Nice, Trans.).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ourdieu, P. (1984).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R. Nice, 

Tra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ourdieu, P. (1986).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J. G. Richardson (Ed.),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pp. 241-258). New York, NY: 
Greenwood. 

Bourdieu, P. (1990). The logic of practice (R. Nice, Trans.).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Derrida, J. (1992). Given time: I. Counterfeit money (P. Kamuf, Trans.).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Gregory, C. A. (1982). Gifts and commodities. London, UK: Academic Press. 
Homans, G. C. (1958). Social behavior as exchan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63(6), 597-606. 
Khan, S. R. (2012). The sociology of elit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8, 361-377. 
Li, Y., Knight, D. W., Luo, W., & Hu, J. (2020). Elite circulation in Chinese ethnic 

tourism.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85, 103030. 
Malinowski, B. (1922/2002). 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An account of native 

enterprise and adventure in the archipelagoes of Melanesian New Guinea. 
London, UK: Routledge. 

Malinowski, B. (1926/2013). Crime and custom in savage society. New Jersey, NJ: 
Transaction. 

Mauss, M. (1925/1990). The gift: The form and reason for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 
(W. D. Halls, Trans.). New York, NY: Routledge. 

Mawdsley, E. (2012). The changing geographies of foreign aid and development 
cooperation: Contributions from gift theory.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37(2), 256-272. 

Mosca, G. (1939). The Ruling Class. New York, NY: McGraw-Hill. 
Pakulski, J. (2018). The development of elite theory. In H. Best, & J. Higley (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political elites (pp. 9-16). London, UK: Palgrave 
Macmillan. 

Pareto, V. (1935). The mind and society. New York, NY: Harcourt, Brace. 
Pareto, V. (1991). The rise and fall of elites. New Jersey, NJ: Transaction. 
Perrow, C. (2011). Normal accidents: Living with high risk technolog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鄉村精英在疫情期間的身分轉化：以禮物交換為促能媒介的視角 

‧149‧ 

Polanyi, K. (1944).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3rd ed.). Boston, MA: Beacon press. 

Solomon, B. (1976). Black empowerment: Social work in oppressed communities.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Verhezen, P. (2009). Gifts, corruption, philanthropy: The ambiguity of gift practices in 
business (Vol. 5). Oxford, UK: Peter Lang. 

Weber, M. (1922/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G. 
Roth, & C. Wittich, Ed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新聞學研究‧  第一四八期  2021 年 7 月 

‧150‧ 

Cross-domain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Elites through the Pandemic:  

Gift Exchange as an Enabling Medium 
 

Yuting Sun, Yong Zhou, Chaoyun Liang* 

ABSTRACT 

This research examines a cas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industrialization in east rural China to explore the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of 

returning elites when they engage in rural field. The study employs field 

research and applies the theory of elite circulation in which gift exchange is 

regarded as an enabling medium to accelerate circulation.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a diversified, flexible, and dynamic gift-driven action strategy that is 

shaped by different types of gifts helps promote the cross-domain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of elites and facilitates circulation between those with 

different social statuses and the old and new elites. The highlighted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The knowledge and social capital that elites have 

accumulated through urban experiences are regarded as a gift for their 

returning village. (2)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industrialization is 

perceived as a gift that transforms the elites from urban cultural elites to 

village economic elites. (3) Voluntary helping actions are perceived as gif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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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facilitate the continuous transformation of village economic elites into 

village societal elites. (4) The emergence of the large-scale public crisis of 

COVID-19 has brought opportunities for strategic actions. The returning 

elites have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gift-like disaster relief operations, which 

have brought diversified identity transformations and strategic disaster relief 

operations. (5) Returning elites have empowered skilled farmers with 

symbolic gifts, which provide these farmers with opportunities to enter the 

elite hierarchy; however, these new entries could be rapidly displaced by 

newer empowered farmers, because of the strength of inertial thinking and 

the weakness of assuming professional roles. This study further explores the 

dynamic pattern of rural governance and the logic of poverty alleviation 

under the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areas that are a product of the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elites and circulation between hierarchies, which are 

subsequently shaped by the poverty-alleviating effect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rural areas. 

Keywords: elite circulation; gift exchange; identity transformation; old-new 

alteration; returning elites; skilled far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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